香港成為新冷戰的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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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論壇〉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
隨著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分崩離析，二次大戰後持續了四十多年的「冷戰時代」終告結束。不過，一場新的、規模較細的冷戰似乎又巳開展。戰場的一方是中國—世界上剩下來的「共產主義」政權中，最有資格在未來成為「大國」甚或「超級大國」者，另一方則以美國及英國為主將。

新冷戰還在形成階段，並未定型。到目前為止，與舊冷戰比較，新冷戰不但參與國家的數目少得多，而且壁壘看來亦不分明。經過十多年的改革，中國巳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擺脫傳統共產主義的格局；況且，跟前蘇聯不同，她毫無「消滅資本主義」的野心或能力；相反地，她還跟資本主義大打交道。表面上，英美所針對中國的，也非制度性的矛盾，而在於「六四」、人權及自由等問題，以至貿易的摩擦。「新冷戰」是否言重？

或許是，或許不是。戰後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壘的經驗，可能迷濛了我們的視野。在歷史的長河裏，國際爭鬥源於權力角逐遠多於制度或意識形態的對立。說到底，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挑起二次大戰的德意日，她們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與社會制度關係不大，主要乃國家、民族、權力擴張的一種極端形式。舊冷戰的制度性對抗屬例外，不屬常規。後「冷戰時代」的國際關係，大概正在回復常態。

美國的國力明顯地處於長期的下降軌道，克林頓實難扭轉乾坤。文化的個體主義和相輕傾向，以及蘇聯和東歐突然崩解所帶來的後遺症，又對本來大有前途的歐洲一體化投下愈來愈濃密的陰影。廿一世紀是「歐洲世紀」？「太平洋世紀」？還是「亞太世紀」？投資者開始以行動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西方遲早提出「黃禍」警告
日本在戰後短短數十年，從敗將之身躍升為世界一等經濟強國；國民黨退守台灣，苦心經營，現坐擁世界上最大筆的公共外匯儲備；而兩者都正在實行議會民主，自由、人權及法治等問題，西方置喙餘地不大。再來個中國，十多年經濟改革，縱有千差萬錯，其「漸進模式」成就非凡，不容否定；相比之下，俄羅斯和東歐的「大爆發」、「休克療法」式政經變革，效益與代價簡直不成比例。此外，還要加上南韓、香港及亞細安五國。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強勁，前景極佳，任何客觀的論者都會承認。

在這個世界經濟實力平衡的轉移格局裏，中國的地位顯得特殊。論發展水平，她目前還很低；但三個條件使她非常突出：(一)人口佔世界五分之一；(二)巳具備龐大的軍事力量，包括核武器；(三)對亞太區以至廣布世界的華人的文化影響。況且，江澤民十四大報告巳把九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增長率從百分之六提高至百分之八或九；就這個驕人的指標，一般的憂慮不是它能否達致，而在於它會不會被大幅超越，引致經濟過熱和波動。趨勢持續下去，廿一世紀初的中國將出現小康局面，部分地區躋身中上發展水平之列。本星期的《經濟學人》周刊甚至預測，只要中國維持過往十四年的每年百分之六點五的平均增長率，到二O一二年—距今不過廿年，中國經濟的絕對體積便會名列世界之首！

很難想像，歐美的戰略家對後冷戰年代的分析，沒有把這些重要考慮包括在內。上述的是絕對數，人均產值自然不會那樣驚人。不過，如果中國現時的政治集權制度在未來無大改變的話，作為衡量政權實力的指標，絕對數肯定比相對數更有意義。無論如何，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文化最悠久，而又坐擁摧毀性武器的中國，在長期上升的經濟軌道上邁進，無疑將是影響廿一世紀國際形勢的關鍵因素之一。看來，遲早會有西方的政論家公開提出「黃禍」的警告。坐大的中國會否報卻個多世紀的屈辱之仇，可能成為憂慮的焦點。

西方的對策主要應分為兩方面：(一)政治上催化集權制度的變解；(二)經濟上促使中國進一步溶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提高其倚靠性；從而減低中國可能出現的敵意，加強對她的掣肘。此外，部分深思的戰略家會認識到國際爭鬥本質上是權力之戰而非制度之戰，就算中國徹底演變為資本主義制度，實行議會民主，爭逐不一定可消除；從有色眼鏡的背後來看，情況剛好相反，資本主義與議會民主會使中國更為強大，更難對付。故此，最佳的策略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削弱中國，形勢許可的話，甚至分解中國。

中國的當權者肯定有相反的考慮。經過百多年的屈辱、幾十年的折騰，經濟起飛的局面得來不易，部分官僚要論功行賞，另些死抱教條不放，堅持特權而拒絕政治改革實不奇怪。當然，還有較高尚的計算：中國剛在翻身，距離成為「大國」或「超級大國」仍頗遙遠，這個時候不能亂，獨聯體和東歐的情況是最好的教訓。「東亞模式」的經驗顯示，強有力的政府乃經濟高速成長的一個先決條件。台灣的例子，也證明可以先搞好經濟，才和平地推行民主。西方在後冷戰年代對中國的政治及經濟迫壓，根本原因是不想中國強大，甚或恐懼「黃禍」會在廿一世紀重臨。

上述是從最廣的覆蓋面去分析新冷戰雙方的長遠戰略考慮，實際上不同的執政者會有不同的定位，手段或硬或軟，態度或鬆或緊，也隨形勢的改動來更變。克林頓不等如布殊，而彭定康背後的馬卓安巳非衛奕信背後的馬卓安。鄧小平在世時是一套，他去見馬克思後又可能是另一套。無論如何，新冷戰的發展大概不會跳出筆者所指出的框框。

政改風波不過是一場試賽
對香港的中國人來說，面對這種形勢，大多是心情矛盾的。就算沒有「鴉片戰爭情意結」，我們都樂於見到於明朝末年仍屬世界首富的祖國，經過幾個世紀的沉淪後，經濟重新起飛，不再受外國人欺負；但以中共到目前為止的業績，似乎未能給予我們足夠的信心，它可以竟全功而不致令腐敗叢生。一些人士接受「東亞模式」─先經濟後民主，卻不免憂慮中共會否貫徹始終。有些理想主義者希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真可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開闢新途徑，然而，又懷疑中共的誠意、決心以至能力，因為最終中國或將陷入「拉美模式」──專權加缺乏規範的資本主義。西方的壓力大抵能起一些良性作用；不過，部分的「民主派」政客除外，不少人都會質疑壓力的純潔性，以及其所引發的反效果。說到底，是誰令到中國幾乎亡國？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的實驗，很大程度上乃西方帝國主義所迫出來的。西方自然會改變，但中共也會改變。問題是：我們須按西方的「議程」或策略來迫使中國變革？還是要因應中國的歷史包袱和實際國情來推展改革？發展與民主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如何才能取得平衡？

新冷戰看來正在開展，未來雙方的陣營都可能有新戰將加入，俄羅斯或與中國聯盟，西歐則投向英美，日本大多會袖手旁觀。香港處於夾縫的地位，將無可避免地成為雙方的一隻重要棋子，變作角力的磨心；政改風波不過是個開頭、一場試賽。上述的疑問會以不同的形式來不斷困擾我們，而每一個人只能根據自己的價值取向和對現實的判斷來回應。筆者唯一的忠告是：看廣一點，看遠一點。世局 幻變，我們實難抽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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